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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立法规定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股东间接享受公司胜诉利益，且对原告缺乏主观心理状态的评价；司

法实践中呈现股东提起诉讼少，维权积极性低的现象，导致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欠缺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

障，在具体适用中存在适用少、难胜诉的困境。目前主要有针对原告适格标准和前置程序两方面的措施，

前者通过股份持有规则、持有期间规则和持股比例、持股期间双重限制规则加以完善，后者通过商业判

断规则和效力阻却说进行优化。但是在实践适用中难以确定持有股份比例和时间具体适用标准，可操作

性较低；前置程序条件优化但难应对各种案件。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未来的发展中可以引入无因管理制

度，在经济层面通过管理人的相关规定来扩大股东权利，赋予其求偿请求权；同时引入主观心理状态的

评价机制，在制度设计中均衡中小股东利益和防范恶意诉讼，激励股东积极通过诉讼的方式保障中小股

东利益，改善公司运营和维护市场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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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legislation stipulates that the shareholders in the litigation system indirectly enjoy the 
benefits of the company, and lack the evaluation of the subjectiv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plain-
tiff;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shareholders have less lawsuits and low enthusiasm for rights protec-
tion, resulting in the lack of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and the difficul-
ties i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mainly measures for the plaintiff’s suitability 
standard and pre-procedure. The former is improved through the share holding rules, the holding 
period rules and shareholding ratio, and the holding period, while the latter is optimized through 
business judgment rules and effectiveness resistance.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 pro-
portion and time, which has low operability; pre-procedure conditions are optimized but it is dif-
ficult to deal with various cases.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shareholder representative liti-
gation system, expand shareholder rights and grant the right of claim, introduce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subjective psychological state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and 
prevent malicious litigation, encourage shareholders to actively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through litigation, improve the company operation and maintain the market economic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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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实践适用中的困境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起源于英国 19 世纪的 Foss v. Harbottle 一案中的“福斯规则”[1]，其中的正当原

告原则和多数决原则实际上是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否认。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福斯规则”全面

覆盖所有案例有失合理，于是便演化出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这一例外，随后传播到美国日本等国家加以

适用。我国于 2005 年《公司法》中正式确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后又通过立法陆续对公司诉讼地位、诉

后利益分配、股东资格、前置程序等相关问题作出进一步规定。从确立到逐步发展，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渐趋臻善，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适用困境，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仍亟待完善。 

1.1.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立法倾向 

1.1.1. 胜诉利益间接归入股东 
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规定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中起诉股东胜诉利益归于公司，间接作用于自己，

若败诉则需承担诉讼费用 1。从波斯纳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股东都是理性人，在起诉时需自负风

险，胜诉后利益间接归于自己；而对于未起诉中小股东而言，则只需等待起诉股东即可，本身不负担任

何风险却有可能间接得到利益，考虑到该点，起诉股东也会丧失维权积极性。根据该条规定和“理性经

济人”假设，股东提起诉讼后自负风险的法律结果和仅在胜诉后报销“合理性费用”的法律规定导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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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25 条规定：“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直接提起诉讼的案件，

胜诉利益归属于公司。股东请求被告直接向其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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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讼股东权责不一致，不仅无法激励股东的维权积极性，还会增加股东消极不作为的可能。 

1.1.2. 缺乏原告主观心理状态的区分 
现有的股东代表诉讼暂未引入对股东的主观心理状态的评价机制，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设计之初是为

了给被大股东“绑架”的公司和中小股东一个寻求救济的机会，通过中小股东的股东身份代表公司对不

作为的董监高提起诉讼，以保障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但是中小股东容易利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滥诉，

损害公司时间经济等成本，因此可在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时加入对原告主观心理状态的区分，根据原

告提起诉讼时是否恶意的心理状态，对后续的诉讼费用、举证责任等进行区别对应，以此作为一个防御

机制，合理兼顾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与防止股东滥诉两个价值之间的平衡。 

1.2.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司法实践困境 

本文在把手案例中以通过高级检索的民事区域设立条件：“案由：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本院认

为包含：股东代表诉讼”，截取了 2023 年 6 月 30 日之前裁判文书共 1115 篇。 
根据案件受理年份可发现：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案件数量在我国的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总适用数量

较少。与法院受理的公司纠纷类案件数量和中小股东受侵害现象相比，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

并没有发挥其应有效果，股东提起诉讼的维权积极性较低，中小股东的利益保障尚存缺陷。而且对于理

论界中所探讨的股东滥诉情形较少，在司法实践中愿意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股东仍然属于小规模群体。 
根据一审的 386 篇判决书结果发现：撤诉 3 件，占比 0.78%；支持全部请求 85 件，占比 22.02%；支

持部分请求 72 件，占比 18.65%。可以看出在司法实践中当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时裁判结果大概率偏

离原告预期，原告胜诉率低。而较低的胜诉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股东维权的积极性与可能性，使得在

司法实践中中小股东利益易受侵害，寻求救济效益低。 
分析主要败诉原因，发现股东败诉主要是因为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或法律依据和未履行前置诉讼。缺

乏法律事实或法律依据主要是因为在诉讼程序中，提起诉讼的股东大多处在公司权力边缘，对于公司事

务信息不对称，收集证据存在一定困难。另一大原因便是未履行前置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前置程序中

存在两个例外，即特殊情况和紧急情况。而其中紧急情况的认定方面法条为原则性规定，司法实践中法

官拥有较大的裁量空间，中小股东在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时对于前置程序豁免的认定方面通常存在困难。 

1.3.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完善现有观点 

针对股东代表诉讼实体方面，我国学者主要从该制度的适格原告和前置程序两方面为着力点以营造

更好的公司经营治理环境。 
1) 适格原告：股份持有规则，股份持有期间规则和持股比例、持股期间双重限制规则。 
股东代表诉讼的适格原告主要存在三种学说，即股份持有规则，股份持有期间规则和持股比例、持

股期间双重限制规则。 
股份持有规则主要是德国采用的做法，为确保提起股东可以代表公司，通常会对提起诉讼股东持有

股份比例或数额做出一定的标准，保证起诉原告具有代表性和“正当性”。例如德国要求提起股东需持

股公司资本 10%以上或者持有股票的票面价值达到 100 万德国马克[2]。 
股份持有期间规则对股东持有股份的期间做出要求。该规则主要是为了防止股东之间通过股权的转

让影响股东代表诉讼的管辖，也是对提起诉讼的股东进行一层“纯洁性”的筛选，防止股东通过短期持

有股份滥诉。美国《标准公司法》规定原告须在其所诉行为发生时为该公司股东或该社团法人的成员，

或由法律的作用将这种身份转移于原告。同时美国公司法律中确立了持续所有权规则和同期所有权规则，

前者指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公司股东必须是在不法侵害发生时和起诉时都拥有公司的股份。后者指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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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诉讼提起的前提之一是原告在其指控的不法侵害行为发生时必须是公司股东[3]。由此可见，美国对

股东所拥有的持股期间做出要求，通过持股期间这一限制，防止股东通过少量代价购入少量股份进行诉

讼敲诈。无独有偶，《日本商法典》要求股东提起诉讼前 6 个月须持有股份，借以防止股东滥诉[4]。 

持股比例、持股期间双重限制规则即是要求提起原告既持有一定比例的股份，还要持股持续一定期

间，通过两者的限制保证提起股东的“纯洁性”。例如我国便要求股东代表诉讼适格原告须持有至少 1%
的股份，且持有股份超过 180 天方可提起诉讼 2。台湾地区也有规定持续一年以上已发行股份总数 10%
以上的股东才能成为适格原告[5]。后因 10%的持股比例门槛过高，台湾司法实践中股东代表诉讼提起困

难，于 2001 年降低要求至 3% [6]。韩国也对原告提出要求持股比例和持股期间双重标准。韩国《商法典》

要求欲发动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需持股 1%以上；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要求原告需持有发行股份总数万分

之一以上且必须在起诉前的 6 个月内连续持有股份[7]。该规则主要通过规定提起原告的持有比例和持有

期间两则标准，极大程度上预防了股东滥诉的可能性，减少了公司被迫参加不必要诉讼的可能性。 
2) 前置程序：商业判断规则和效力阻却说。 
商业判断规则首创于美国，其核心理念为董事应被授予广泛的公司管理权，对此管理权的理性行使

在通常情况下并不需接受司法审查。美国董事会或者特别诉讼委员会可以拒绝中小股东欲提起股东代表

诉讼的先诉请求，或者在法院已经受理股东代表诉讼时请求法院驳回该诉讼。特别诉讼委员会对股东提

出股东代表诉讼的原由进行评价，决定该诉讼是否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若他们认为“应当诉讼”，则

公司可以自行诉讼；反之若认为“不起诉才有益于公司的整体利益”，则可以代表公司拒绝股东的诉讼

要求，甚至可以令法院驳回股东的请求或请求法院以总括性判决终止诉讼。当然，诉讼委员会在作出以

上决定的前提是本身无利益关联、独立性和善意[8]。 
效力阻却说源于日本。日本商法典规定股东向公司提起书面请求后，在公司明确拒绝或等待 30 日后

可以向法院提起代表诉讼，即公司拒绝起诉的决定并无阻却代表诉讼的效力。这一点与美国基于商业判

断规则下的特别诉讼委员会不同，日本学者认为股东代表诉讼是保护股东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公司本

身与公司内部机构不享有最终决定是否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专属权力，董事会当然无权终止股东提起股

东代表诉讼[9]。 

2.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现行完善路径辨析 

2.1. 降低原告适格标准 

2.1.1. 股份持有规则 
我国《公司法》目前要求提起诉讼原告应至少持有 1%的股份。股份持有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

小股东的“代表性”，通过股份持有规则对此加以“筛选”，保证起诉股东代表的是共益权，是为了公

司的利益而起诉。但对于我国目前社会现状而言，目前公司股份大多数掌握在大股东手里，小股东拥有

的股份较为分散，有时为了达到起诉的 1%持股标准需寻找一起起诉的中小股东，会造成较多的时间成本

上的浪费，进而导致维权的积极性下降甚至丧失。基于此，我国部分学者提出应当降低原告持有股份比

例。赵万一、赵信会认为股东代表诉讼的限制条件须符合我国国情，在“厌讼”的法律文化下要求 1%的

持股比例并未方便股东起诉[10]。张翰文认为可借鉴德国通过加设最低金额的标准间接降低原告适格标准

[11]。沈贵明认为提起诉讼的股东本身就是少数群体，并不具有代表公司的基础，不应要求持股比例[12]。
降低股份持有规则持股标准甚至不对持股比例做出要求的做法主要适用的国家大多商事经济发达，公司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151 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

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

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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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法律制度较为完善，在本土化的过程中直接移植加以适用难免完全适应我国目前国情。未掌握好适

格原告持股比例的标准，可能会造成权力的滥用。对大公司而言尤甚，其股份一般分散在许多股东手里，

若不加以合理限制，难免会给大公司增加应对诉讼的成本；对于小公司来说，这一诉讼成本对小公司的

伤害比对大公司而言要严重许多。同时降低我国持股比例这一措施在司法现实中难以具体落实下来。具

体降低至多少持股比例，如何确定持股比例的具体数值亦或是如何设置其他数额，设置后的新标准如何

确认其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都是需要实践去证实与考量的问题。 

2.1.2. 股份持有期间规则 
股份持有期间规则对起诉股东提出了股份持有期间上的要求。我国法律规定原告应当持续持有股份

180 天，对此有一些学者认为应当适当降低股东持有期间。卢政峰认为对股东股份持有期间进行限制并

不能有效遏制滥诉现象，若原告股东心存恶意，可以经过等待架空规则[13]。除开这一点，基于我国目前

起诉难与起诉少的现状而言，降低股份持有期间标准确实可以改善这一现象，但若是落实到司法实践之

中，具体应当持有多少期间，如何确定持有期间都是一个未知数，因此股份持有期间规则在具体使用中

更多是“阁楼”一般的倡导，难以确定的时间使得这条改善路径较为搓磨。 

2.1.3. 持股比例、持股期间双重限制规则 
我国目前采用的便是持股比例、持股期间双重限制规则，以防止股东滥诉的情形。有部分学者认为

应当降低持股比例和持股期间，庄正认为我国目前持股比例要求太高，持股期限要求过严，两者应当适

当下降，才能更好保护中小股东权益[14]。这一规则通过两方限制给起诉股东套上了太多的枷锁，特别是

在股权集中的商事环境之下，加重了股东的起诉重担。公司更多时候成为的是手段而非目的，丧失了公

司的独立人格。但是与股份持有期间规则类似，具体应当降低到多少的持股比例与持股期间才可以保障

中小股东利益，平衡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利益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 

2.2. 前置程序：商业判断规则与效力阻却说 

2.2.1. 商业判断规则 
商业判断规则建立在“企业社会责任”的背景下，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股东利益与公司

利益可能并不一致，因此公司可以设立机构对不起诉决定赋予效力阻却诉讼的发生。刘凯湘认为我国前

置程序可以借鉴美国做法，使得公司的不起诉决定也能发生阻止不当股东代表诉讼的效力，只要公司的

决定合乎公司的利益并且有证据材料支持[15]。该规则极大程度尊重了公司与管理层的做法，就我国目前

的国情而言，大股东等管理层滥用其管理权力的情况仍然很多，中小股东提起诉讼本身就是最后无奈之

举，若是救济途径遭遇阻隔，更不利于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 

2.2.2. 效力阻却说 
效力阻却说也是目前我国的做法，为了保证股东诉权的彻底行使，对公司决定的效力作出了相关的

规定。刘淼肯定了效力阻却说，但也认为当公司做出对股东具有潜在危害的决定时有义务和责任告知股

东并向其说明理由[16]。效力阻却说虽说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保障了股东的诉权，但是也应当用相关配套

措施来预防股东滥诉的可能。 

2.3. 总结：股东代表诉讼制度需要新路径 

综上所述，通过原告的适格标准和前置程序上的设计，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股东代表诉讼制

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困境，但并没有很好的从根源上解决中小股东不愿起诉的问题。中小股东身为理

性经济人，期望通过投资从公司中获得利益，因此出于对公司独立人格的维护和保障自身合理利益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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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会在董事等人员不作为时挺身而出提起诉讼。这与民法中的无因管理类似，是一种出于公司利益与

间接性的自身利益，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与共益性。因此在保障中小股东利益的时候，需要从根源上解决

中小股东自负风险的状况，因此可以从无因管理制度入手，结合两者之间的差异从最根源的“经济考量”

入手，避免起诉股东“自负风险”的可能性，在经济效益上激发股东维权积极性，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

度。 

3.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新出路：无因管理制度的引入 

3.1. 股东代表诉讼与严格主观说 

无因管理制度的目的经历了许多演变。最初是罗马法的“客观论”，强调管理人的客观行为，不考

虑任何主观因素[17]；而后是“人类互助论”，强调无私舍己相助，不得具有利己性 3；之后是“准契约

说”，强调无因管理接近契约，当事人之间应有合意 4；最后被明确采用的是“严格主观说”。该学说认

为无因管理的核心所在便是“基于管理意思，无依据地承担对他人事物之管理”5。基于对管理人的主观

意思要求，严格主观说下的无因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法定补偿债的关系，基于法律规定，当事人对管理人

管理事物有一个特殊补偿的规定。对管理人主观上的严格要求，使得管理人与被管理人之间的风险负担

妥当分配，既奖励了善意管理人救助行为，又保护了被管理人受到不利干预事务的风险。这与股东代表

诉讼制度的设立目的不谋而合，既要保障起诉股东的起诉积极性，又要避免因为滥诉而使公司受到不必

要损失。 

3.2.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法理基础 

3.2.1. 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从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来看，大股东处于优势地位，中小股东处于较为弱势的处境。中小股东因为

所持股份较少的原因，并无太大决策权，对于公司的经营事务也不能很好地了解到核心，因此容易受到

大股东的侵害。公司是由股东集体出资而成立的，本身代表着股东的资本人格化，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

息息相关，在设置公司制度时会注重于保护股东的利益。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源于对股东的保护，尤其是

对更易受到损害的中小股东的保护。为了在公司独立人格被“绑架”亦或是受到损害时，中小股东可以

提起诉讼寻求救济来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 

3.2.2. 防止恶意诉讼 
正如权利与义务之间相依相存，一项制度在设计之初不仅会赋予权利，也会给权利赋予边界限制。

在赋予中小股东诉权的同时，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也应当避免股东诉权的滥用与投机使用，使公司免于不

必要的诉讼之中，浪费时间与金钱成本。在制度的设计之上，如何平衡激励股东提起诉讼和防止股东滥

诉，便是制度设置与完善的关键所在。 

3.3. 无因管理制度法理基础 

3.3.1. 弥补当事人意思自治 
关于无因管理制度的设立目的，日本学者我妻荣认为，无因管理制度是对实施了保护他人利益的管

理人予以保护为目的的一种制度[18]。在保护本人利益的同时，也应注重保护管理人的利益，在当事人意

思自治的情况下，通过保护管理人来弘扬人类互助的精神，弥补当事人受到的损失与利益，在法律上给

予一定补偿，从而达到优化建设“公序良俗”与促进互助社会的效果。 

 

 

3Erman/Dornis, 13. Aufl. 2011, § 677 Rn. 5. 
4Staudinger/Bergmann, 2006, Vorbemzu §§ 677ff. Rn. 21. 
5MünchKomm/Seiler, BGB, 5. Aufl. 2009, vor § 677 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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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保护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 
无因管理中管理人的管理行为是出于对被管理人管理事物的保护，但是管理人在进行管理事务时难

免会受到一些损失，面对这些损失应当受到应有的补偿，而这补偿也是对管理的“善意”的补偿，这是

为了保护善意人受损的个人利益。同时因为制度本身所具有和发挥的积极作用，在私法社会中应当尊重

社会倡导的互相提携、互相扶助的理念，从而在保护个人利益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公共利益。 

3.4. 无因管理制度的引入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中并未对起诉股东的主观心理状态做出明确要求。无因管理制度中，基于“严格

主观说”的要求，管理人管理他人事务时应当为善意管理人，当管理人主观心理善意时，管理人的求偿

请求权才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借鉴无因管理制度中的管理人“善意”的心理状态，股东代表诉讼之中

也应当加入对原告主观上的评价机制，基于“善意”为了公司的利益而起诉，通过股东起诉激励机制来

奖励该行为，并赋予相应的权利。这与美国股东的代表诉讼制度中的“净手原则”类似。股东欠缺“纯

洁的手”会被禁止起诉，即要求原告股东能够证明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综上，我国股东代表诉讼之中的适格原告可以增加主观心理状态的评价机制，要求善意适格管理人可以

提起诉讼，获得求偿请求权等相应补偿权利。 

3.4.1.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与无因管理制度比较 
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有三条：客观上管理他人事务、主观上有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意思和无任何法律

责任。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与无因管理制度进行比较，发现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中的起诉股东在公司与管

理层不作为的情形下，客观上实施了管理他人事务的行为；主观上处于保护公司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意思

状态，两者相类似。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代入出现，也是为了弥补公司独立人格的意思自治，在公司独

立人格被大股东架空的时候通过中小股东的“善意管理”来弥补意思自治方面的不足，同时针对中小股

东“善意管理”的这一行为予以激励，以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与公司的合法权益。因此在股东代表诉讼

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可以对无因管理制度中“严格主观说”的特点，赋予管理人的求偿请求权和区分主

观心理状态的要求加以借鉴。 

3.4.2. 从股东的诉讼费用补偿权到求偿请求权 
诉讼费用补偿制度是指原告股东胜诉后，法院在判决中确定由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和其他法定的诉

讼费用。一般原告股东为诉讼支出的律师费用等不能由败诉被告承担，且股东代表诉讼中所涉诉讼费用

通常不低，而这些费用的支付，可能是原告股东个人难以承担并因此成为阻碍原告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

重要因素。出于激励股东提起诉讼的目的，可以借鉴无因管理中对管理人的补偿制度设置：求偿请求权 6。

无因管理制度赋予管理人求偿请求权，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补偿管理人，并对管理人的善意管理行为进

行激励，以更好地保障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亦是如此，在股东提起意愿不显的司法

实践中，经济层面的考量占据了很大部分。若赋予股东求偿请求权，起诉股东在起诉之后，可向公司请

求必要费用的补偿，降低了股东因风险不愿起诉之忧，才能更好地发挥制度的应有之意。 

3.4.3. 从适格原告到善意适格管理人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中对于起诉原告做出了持股比例和持股期限上的要求，但是并未对起诉股东的主

观心理状态做出明确要求。对股东代表诉讼中原告做出适格标准，本身便是一定的防御机制，通过二者

的限制对股东滥诉等情形做出防御，避免公司陷入无意义之诉。无因管理制度中，基于“严格主观说”

 

 

6《民法典》第 979 条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

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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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管理人管理他人事务时应当为善意管理人，当管理人主观心理状态处于善意时，管理人的求偿

请求权才具有其合理性与正当性。借鉴无因管理制度中的管理人“善意”的心理状态，股东代表诉讼之

中也应当加入对原告主观上的评价机制，基于善意原告，为了公司的利益而起诉，通过系列股东起诉激

励机制来奖励该行为，并赋予相应的权利。这与美国股东的代表诉讼制度中的“净手原则”类似。“净

手原则”要求原告股东必须没有支持、批准或者追认过公司董事会等实施的侵害行为的成员，并在提起

诉讼时能公正地、充分地代表公司的利益，否则，股东因欠缺“纯洁的手”而被禁止起诉，即要求原告

股东能够证明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综上，我国股东代表诉讼之中的适

格原告可以增加主观心理状态的评价机制，要求善意适格管理人可以提起诉讼，获得求偿请求权等相应

补偿权利。 

4.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中小股东利益完善措施 

4.1. 股东诉讼激励机制 

4.1.1. 赋予股东求偿请求权 
正如前文所述，起诉股东本身起诉行为所负担的“自负风险”行为时阻碍中小股东维权积极性的一

大障碍。出于对起诉股东“无因管理”行为的善意补偿，起诉股东在起诉后应当享有求偿请求权，可以

向公司请求补偿其维权的合理费用。其合理性应当以实际支出为准，争取让股东的“善意行为”受到完

全补偿。同时公司也可以给予起诉股东一定补偿来鼓励其维权行为，通过这一奖励机制激励股东的起诉

意愿。赋予股东求偿请求权之后，若胜诉，则股东可以获得求偿请求权，请求公司对其支出进行补偿，

辅之以“鼓励金额”来达到积极维权的效果；若败诉，败诉股东基于合理理由起诉，本身为善意适格原

告，且主观上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公司可以给予股东适当的补偿。 

4.1.2. 部分举证责任倒置 
中小股东本身因为其弱势地位，在公司不具备话语权，对于公司的内部事务了解不够全面，与大股

东之间由于股份存在一定信息不对称，故而在举证方面通常存在一定困难。我国已经有部分侵权案件因

为取证困难等原因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这一做法，因此可以扩大适用 7。在诉讼过程中，涉及公司保管的财

务会计报表、经济合同等中小股东存在取证困难的文件资料，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法律规定，

裁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4.2. 股东滥诉防御机制 

将原告主观心理状态评价机制引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中，股东滥诉防御机制主要针对恶意提起诉讼

的股东，因此其中的关键所在便是原告股东的主观心理状态。区分其是否为善意适格原告而进入不同的

机制加以应对。因此，为了针对恶意诉讼原告股东利用诉权滥诉的情形出现，引入诉讼费用担保制度和

恶意股东赔偿责任，可更好地发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功能。 

4.2.1. 诉讼费用担保制度 
诉讼担保制度是指在原告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时，法院有权根据被告的申请而责令具备一定条件的原

告向被告提供一定金额的担保，以便在原告股东败诉时，被告人能从原告所提供担保的金额中获得诉讼

费用补偿的制度。以日本为代表的国家多将诉讼费用担保制度引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之中，来追究原告

恶意诉讼的行为[19]。因此我国股东代表诉讼之中也可引入诉讼费用担保制度，当被告认为原告并非善意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 91 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 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 主张法律关

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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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格原告并且能够证明原告股东具有主观恶意的情形下，方可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原告股东进行诉讼费用

担保，以此筛选原告股东的“纯洁性”。 

4.2.2. 恶意股东赔偿责任 
恶意股东赔偿责任指如果败诉股东基于主观恶意行使股东诉权而给公司之合法权益造成不当损害，

败诉股东将对公司所受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日本公司法规定提起诉讼股东主管保持善意，那么该股东对

该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害赔偿义务。通过增加恶意股东赔偿责任，对潜在恶意提起诉讼股

东具有威慑力的效果，以此减少滥诉情形的发生。一方面，基于无因管理制度赋予原告股东求偿请求权

来激励股东提起诉讼，另一方面，通过无因管理制度中的主观“善意”要求来限制恶意股东，并对其“恶

意”加以惩戒来预防权力滥用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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